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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知识产权博弈与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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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 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

〔摘 要〕 本文从知识产权的大国战略博弈出发，以中美关系为切入点，对全球经济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

制度的演进过程及变迁内因进行比较研究和历史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历史中，知识产权

成为先发国家保护个体创造动力、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助力科技企业发展的国内公共政策工具；而当代知识产权

的制度属性发生了异化，即从国内政策演化为国际政治安排，逐步融入相关国家维系技术霸权、打造贸易壁垒、

维系长期竞争力的大国战略之中。新时期全球战略格局的高度不平衡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将使知识产权制度

更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基于知识产权的相互依存将会成为实现两国战略安全平衡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

以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立足点，提出新时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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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创造和妥善利用是国家能力的源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的重视

前所未有［1］。当代学者从经济史出发解释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原因，核心共识是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产权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2］，这一结

论也影响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经济改革发展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大多元化科技

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本文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长期

化背景出发，基于比较研究和历史事件分析，审视知识产权在大国战略博弈中的非对称性态势，

发现知识产权制度从一国国内政策工具逐渐延伸出的全球治理属性，研判知识产权博弈对中美关

系格局的影响，为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重新认识知识产权制度

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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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新问题与新挑战新问题与新挑战：：中美关系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博弈

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历史中，知识产权成为先发国家保护个体创造动力、激发市场经济活

力、助力科技企业发展的国内公共政策工具；而在当代，知识产权的制度属性发生了异化，即从

国内政策演化为国际政治安排，逐步融入相关国家维系技术霸权、打造贸易壁垒、保持长期竞争

力的大国竞争战略之中［3-4］。在当代，知识产权越来越与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国际政治博弈联系在

一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知识产权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政治议程。

（（一一））中美关系中的知识产权博弈中美关系中的知识产权博弈

1989年5月，美国政府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美国政府表示“能否取得成功

对美国政府意义重大”，在此期间，美国政府提出“若中国不承诺为计算机软件提供符合美国要求

的保护，将面临严重的贸易制裁”，美国谈判代表的核心工作就是“拿出关于计算机软件保护备忘

录的最后方案”；1991年 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华，提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滥

用，已经等同向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如伊朗）销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

三大因素之一”；1991年 12月 6日，美国政府开始对华单独强调知识产权问题，贸易代表处的卡

拉·希尔斯要求中国同意在1个月内按美国的要求修订知识产权法，否则将面临上亿美元的惩罚性

关税；1992年1月17日《关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签署。基于该备忘录达成的共识，中国

于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于1993年加入《日内瓦录音制品公约》，中国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

字作品给予知识产权保护，并向美国政府承诺尽“最大努力”在1994年1月1日之前颁布《商业秘

密立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此后的十余年，中美外

交关系回暖，中国进入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强化知识产权的举措，虽然最初源自外部压力，但也在事实上提

升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5-8］。简言之，孕育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也成为中国孕育知识产权相

关竞争力的条件。

近年来，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简称EAR）成为中美知

识产权博弈的集中体现。EAR中所有受限物项分为10类，具体清单长达500页，涵盖核武器和爆

炸性武器制造、信息通信、感应器以及航空航海的技术和材料等。美国政府主要依托实体清单、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中国军工企业清单等对知识产权进行负面清单化管理。

实体清单（Entity List）即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对军民两用技术实施的清单管理。实体清单是美国为维护国家安

全利益而设立的出口管制条例，被列入清单的实体在未经美国商务部授权前，禁止将符合《出口

管理条例》受限物项出口、再出口或在国内转移给这些实体，即在未得到特别许可证前，美国各

出口商不得帮助实体清单上的企业获取受本条例管辖的任何物项。至 2021年 6月，被列入实体清

单的中国实体已达300个，包括民营企业、科研院校、外国自然人、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

军事最终用户（Military End User，简称MEU）提法最早源于2007年BIS出台的一项专门针对

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目的是对“可能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受限制产品实行专门的许可证审

批制度。此后，该规则的适用范围拓展至俄罗斯和委内瑞拉。2020年1月之前，美国军事最终用户

清单限制仅选择性地从军事最终用户条例的第 744条中抽取了约 47种产品和技术，但至 2020年 4
月，BIS扩大军事最终用户的定义，将其范围从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拓展至支持、协助维护或生

产军事物品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即使其业务主要是非军事的）。同时，BIS还增加了针对军事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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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管制物项，涵盖材料加工、电子产品、电信、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推进系统、导航

与航空电子学等领域，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已有70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中国军工企业清单（Chinese Military Blacklist）由美国国防部在 2020年 6月依据美国《国防

权利法案》（NDAA）第 1237条提出。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意味着在融资方面受到限制，美国

投资者需在1年内出售所持该清单中所列中国公司的股份，也将被限制交易企业发行的有价证券及

其相关的衍生品，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将被迫从美国证券交易市场中退出。这些清单的存在和美国

“长臂管辖”的“事实合法性”在于，美国在高技术和军事技术领域具有丰富的知识产权［9］。

除上述三大以知识产权为武器的对华制裁清单外，2021—2022年，美国国会经由立法途径，

推动知识产权从中美战略竞争工具的权宜安排转化为一项长期性战略。2021年4月，美参议院外表

决通过了由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合作推动的 《2021 年美国战略竞争法案》（S. 1169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10］） 和 《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S. 1260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11］，以下简称《法案》），两份法案战略意图和主

要内容高度一致，两党后续对两份文件的内容进行协商合并，以后者为蓝本提交美国国会，《法

案》系统性强化了对华经济管制，主要措施包括：制定侵犯知识产权者清单、制定中国政府补贴

行业和企业清单、定期报告中国政府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规避美国法律和保护的方式和程度、对

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展年度审查、跨国打击腐败行为等，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在《法

案》通过一年内出具“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清单”和“中国政府向企业知识产权补贴清单”，并据此

采取针对性制裁措施。2022年 3月，《法案》获得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编号更名为H. R. 4521，目

前正在最终核实阶段，核实完毕后将由美国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12］。

（（二二））中美关系视角下知识产权博弈的非对称性中美关系视角下知识产权博弈的非对称性

在中美关系视角下，知识产权已经从诞生时的一项私人权利，演变为一种日渐扩大的国家权

力。知识产权也已经成为中美地缘政治进程中，美对华实施大国竞争的有力武器之一；基于知识

产权所衍生出的各类政治工具，亦是中美两国之间政治、科技、经济贸易等领域博弈的重要形态。

例如，美国政府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大国竞争关系，其实质

是地缘政治的新提法。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地缘政治国家之间为争夺关键地缘地带保持均势或

建立霸权而开展的权力竞争，军事力量是地缘政治主要的决定因素［13-14］。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

格首次将地缘政治学说引入美国外交政策中［15］。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思想在美国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16］，科技力量逐步演化为决定地缘政治竞争走向的关键要素之一，这也促成了知识产权向武

器化阶段发展，自此，中美地缘政治关系中出现了以知识产权为武器的瓶颈效应 （Chokepoint 
Effects）和圆形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s）。

瓶颈效应即领先国家通过其在国际科技创新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以知识产权等为杠杆构建大

国竞争的新型非对称性武器，通过在关键节点精准卡脖子，向其他国家强加成本，用较少代价实

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圆形监狱效应即在国际网络结构的中心节点上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通过

其在知识生产、货币发行、货物网络和信息获取中占据的独特地位，站在圆形监狱的高塔顶端俯

瞰“囚犯”的行动，如果这些国家有适合的执行机构，甚至可以任意激活相关网络，来收集网络

各节点信息，阻断全球经济网络和信息流，发现和利用他国漏洞，胁迫他国的政策制定，阻止他

国的相关行动［17］。国际政治学研究将囊括上述两种效应的地缘政治战略概括为武器化相互依存的

非对称性（Asymmetrically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18］。在非对称的武器化相互依存中，优势

国家可利用圆形监狱效应自身在全球网络体系中地位获得知识和信息优势，同时发挥瓶颈效应将

竞争对手从全球信息流网络中剔除（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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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武器化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指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可以将经济网络的地缘特点和结构

与国家权威连接起来的权力，非对称的网络结构为武器化相互依存提供了可能，网络中的一些国

家能够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来胁迫其他国家。基于知识产权非对称优势的新型武器在未来可能替

代代价高昂的战争方式，成为中美关系安排的主导性战略之一。目前，美国政治学学界将非对称

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研究其可被加以操纵的诸多方法，并将这些方法的核心概括

为“主导相互依存关系的能力”和“抵御相互依存打击的能力”［19-20］。

二二、、新认识与新实践新认识与新实践：：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演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演变、、
战略考量和政策实施战略考量和政策实施

（（一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变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变

当代知识产权的概念定义和法律实践主要源于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历史传统，国际上对知识

产权的定义以其保护的客体为蓝本进行列举式理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则将知识产权分

为著作权大类和工业产权大类。其中，著作权指的是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

人身权和财产权；工业产权则更为丰富，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权等［21］。从中国的

立法现状看，知识产权法是一个法学概念，并不是一部具体的制定法。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筹备、酝酿，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国

内改革开放而起步的。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中国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列》等，从而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不过，在中国

改革开放初期，因制度条件不成熟，知识产权并未作为功能性的产业政策付诸实施［6］。在2001年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对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的相关要求修改国内法，并于2005年成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正式从

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启动了体系化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工作。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为在中国境内寻求正式知识产权保护的法人提供三大类专利保护形式，即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7］。其中，发明专利是最强有力、最明确的正式知识产权保护形式，有

效期为20年，经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后才能授予；实用新型专利则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明确的知识

产权保护形式，有效期为 10年，不需要实质审查，比发明专利的获得更快速、更容易、成本更

低［22］。2001年后，中国逐步减少了实用新型专利的模糊性，实用新型专利的产权、执行和审查程

序得到了实质性的澄清和加强［22］。

（（二二））中国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考量和政策实践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考量和政策实践

知识产权制度及在其保护下的技术创新已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产权成

为大国科技竞争的焦点问题［23］。中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既源于希望更深更广融入全球科技和经

图 1　武器化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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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贸易往来的主动需求，也源于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欧美国家的对等要求和全球性风险的推动。

从战略考量层面看，知识产权制度成为一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制度配置和政策安排，

对私人知识资源的创造、归属、利用以及管理进行的指导和规制，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法令、条

例、规章、规划、计划、措施、项目等［24］。一国是否保护知识产权，对哪些知识赋予私人产权，

采取什么水准保护知识产权，是该国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而独立实施的国内政策安

排［25］。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知识产权的属性，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最先明确提出“无论

怎样称呼知识产权，最好将它视作全球治理的一种手段，授予个人或机构一些经济特权，以使得

一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本国公共利益，这些特权只是目标的实现手段，其本身并非目标”［26］。因

此，知识产权已从个人私权演变成为各国的国家战略议题［27］。

从政策实践层面看，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是中国知识产权

公共政策的集中体现。自2018年至今，知识产权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战略高

度，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关键步骤［28］。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

中国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并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

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则进一步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任务中，丰富了健全知识产权保

护运用体制的政策内涵，提出“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2021年8月，中央财经

委第十次会议专门提出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部署了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

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

权治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

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为新时期中国社会重新认识、接纳、创设、运用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制

度提供了政治基础。尽管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及其战略经历了改革和发展，但其与西方知识产权的

发展脉络有所差异，需要进行进一步溯源比较。

三三、、再溯源与再比较再溯源与再比较：：中西方知识中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差异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差异

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是指独立于某一特定物质载体而存在的思想、发明、标记、

图像、表达性作品（言语、音乐、视觉、戏剧等），更概括地说，任何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人为作

品，都可以被“产权化”。在这个定义下，知识财产有古老的历史渊源。例如，商标在古罗马得到

广泛应用，被用于对交易商品的来源指示；中国古代传统“秘方”“秘诀”重价值保护、轻交易交

换。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目前中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理解和使用的根本性差异。在全球化进程中，

知识财产对各国制度安排提出了独特挑战，本文对知识产权制度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历史演进

路径进行历史溯源，以更好地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和解释。

（（一一））西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保护私权获取垄断利润西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保护私权获取垄断利润

西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于18世纪发端于英国，其与20世纪后期在美

国发展起来的风险投资等技术创新制度共同驱动技术发明并汇聚巨额财富，推动技术发明转化为

生产力［29］。西方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创设可回溯到15世纪，包括1474年《威尼斯专利法》、1624年

英国《垄断法》、1643 年英国出版商公会向议会提出的请愿书、1710 年英国著作权法（《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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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787年《美国宪法》中的专利与著作权条款、1791年《法国专利法》等。其中，1710年

《安妮法》的出台被视作西方知识产权制度正式确立的里程碑事件，不过，其确立初衷并非为了鼓

励创作，而是为维护出版商进行文字印刷和传播的垄断利益，具体发展历程如下：

1455年，约翰·古登堡与其合伙人首次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出《圣经》，此后印刷术逐渐普及，

书籍的生产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对传统手抄式书商产生致命打击，人人皆可印刷，印刷成本变得

极其低廉，出版商反倒无钱可赚。为改变这一处境，15世纪书商行会大规模组织游说统治者给他

们颁发特许令，仅允许特定人或组织可以印刷图书，特许令制度成为版权制度的前身，至15世纪

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30］。1662年，英国颁布《授权

法》（The Licensing Act），书商们得以垄断出版行业，在此阶段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无任何权利。这

引发作者们的反抗，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1525年出版《对印刷商的警告》小册子，指责

印刷商盗用其手稿牟利与海盗的行为别无二致（这也是Pirate、Piracy词源的由来）。1690年，英国

哲学家约翰·洛克在《论国民政府的两个条约》中提出“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花费的时间和劳动应该

像其他劳动成果一样，获得应有报酬”，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至17世纪末，英语借助印刷品广泛

传播，逐渐取代了拉丁文作为神圣的通用语言的地位［31］。为平衡作者、剧团、出版商等的利益，

出版行业于1710年提出《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

内之权利的法》（简称《安妮法》），保护作者以及从作者手中购买版权的印刷商与书商的利益。

至此，书籍的价格不再由绝对劳动时间决定，而是通过资本杠杆进行市场供求定价，知识的产权

化也有了第一份法律依据。因此，《安妮法》与其说是一部保护作者的法律，不如说是延续出版商

垄断利润的产物，其实质是出版商维持对图书出版业控制而采取的迂回式游说和立法策略；将著

作权视作私权，本质上是为了给创作者将知识产权自由转让给出版商创造条件。

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成熟植根于一批西方思想家为知识的产权化（知识财产的存在）寻

求哲学层面的正当性解释，形成了关于知识属性的大讨论，这场延续近三个世纪的大讨论，为当

今西方社会知识产权制度的共识基础。其中，17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基于罗马法

（自然法）传统，首倡劳动财产论，提出“凡是对资源施加了劳动并使其价值增加的人对其劳动成

果即当然地享有某种自然权利，而且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护这一自然权利并授予其正当性，这就

使其对他的劳动成果当然地享有某种权利”［32］。根据约翰·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一个完整的经济

体制可以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下存在，因而私人财产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社会也是为了保护

私人财产才形成的［33］。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政治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

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财产是自由的第一体现，实现自由是在丰富多彩且复杂多样的历史

运动背后存在的一个伟大理想，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精神自由是人的最独有的

特征”［34］，从而提出了知识财产的精神性命题，强调知识财产与人格独立息息相关，尊重知识的财

产权利是对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的尊重。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用社会契约论解

释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从而帮助西方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脱离了单纯的哲学思辨，走向实用实践。

卢梭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书商与作者之间的博弈会达成多方协议，从而认可劳动创

造知识产权；但基于文化传播的需要，利益各方需要形成社会契约，使得劳动所得的知识权利并

非独占，而是在共同约定的有限时间内享有垄断权，过期之后回归公共领域”［35］，这也是版权制度

的雏形。19世纪中后期，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注到知识产权化后走向资本化的趋势，这

一趋势是知识创造过程的异化。《资本论》对于物质财产（生产资料）私有化有系统分析，不认为

财产是天然有主的，认为知识是“生产活动中的抽象物”［36］，人的本质在于创造。也就是说，卡

尔·马克思认为，知识财产将创造性劳动纳入资本生产活动之中，会带来知识财产的异化，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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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物的阶级控制。

正式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出现，使得对知识的保护方式不再是通过保密来完成，而是通过保护

知识价值交换中的各方利益，进而鼓励个人创新，实现社会财富增长。在西方法学家和经济学家

的定义下，知识产权是“为知识财产创造提供充分激励而进行的产权方案，指权利人对其智力劳

动成果和经营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内有效”［21］。知识产

权表面上可被理解为“对知识的财产权”，其成立前提是知识具备成为法律上的财产的条件。然

而，知识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具备无体性与自由流动性。作为信息的知识一旦被传播，提供这一

信息的人就无法对信息进行排他性的控制，因而由这一信息所表达的智力成果就不可能成为法律

意义上信息创造者的财产。而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以排他性使用权和转让权

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财产权形式。

鉴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哲学基础从制度创设之初就游走于“自

然权利说”“特权说”“私权说”“人权说”“阶级说”等理论之间，反映出的是解释论的差异性。

通过考察英国《安妮法》的诞生过程可见，西方对知识产权的认定可以溯源到启蒙运动时期之前，

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西方历史上对知识确权的现实需求并非来自知识的创作者，而是

来自希望借知识盈利的传播者（出版商），因而在英文中称这样的权利为“版权”（Copyright）。西

方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历史基本遵循一套逻辑清晰、过程较为明确的线性发展过程，即由社会技

术进步激发市场需求（事实合法性），再由市场需求倒逼行业立法（即法理合法性），最终形成社

会认同（即认知合法性）［37］，由此产生了现代知识产权的法律基础。

（（二二））古代中国对知识的传播长期遵循馈赠逻辑古代中国对知识的传播长期遵循馈赠逻辑

古代中国相当长时间没有官方版权制度，仅有散见的版权声明（如作者印章），“窃书为雅罪”

的俗语流传至今。中国对知识的专有权力意识的萌芽源于唐宋。在唐代早期，唐人认为中国即为

“天下”，将文化领域的全面开放视作“海纳百川”的“天下共主”的气度。唐代来华的日本使臣

和僧侣，回国时经常携带儒经佛典，并不认为这“泄露”了国家机密［38］。从宋代起，这种“馈赠”

就有了限制。据不完全的资料显示，从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起，朝廷下诏，令边民除

了《九经》书疏，不得将书籍带入榷场。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因为臣僚著撰文集，经

由雄州场流向北方的辽国，仁宗因此下令重申禁例，不得将带文字出界。康定元年（公元 1040
年），朝廷再次下令禁止带文字出国界，并委托开封府全权管理。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出

使北方的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提出“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

有……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此后礼部下禁令：“凡议

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38］。因此，史实证据表明，古代中国对某些书籍、符号

和产品未经许可的复制存在过一些限制，但这种限制未能以立法形式被固定下来。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于清统治结束前夕的 1910年颁布，但其颁布缺乏现实需求支撑。

知识产权与工业文明一样，均不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但却和工业文明形影相随相继在中国产生。

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更为复杂，知识产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变迁，起伏断续已近百年，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限于某种理论中“自说自话”，则会不自觉地使用这一理论既定的价值序列来解

释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与发展的应然性，失去对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能力。有学者指出，没有

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中国民族和国家观念中相当值得重视的方面［38］，这也使得欧洲近代民

族国家和相关产权制度构建的历程，无法套用。知识在中国社会一直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知

识产品的确权围绕创作者展开，即看重创作名誉，看轻传播获利。尽管中西方学者都将纸张、活

字印刷和油墨的发明归功于中国人，但用浸染了油墨的活字通过纸张传播的知识创作成果，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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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未形成有效保护意识和保护手段，中国人将知识视为庞大公共产品，遵循馈赠逻辑。直到20世

纪初，欧美国家试图将在其本土已较为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引入中国，但并不成功，因为忽视了

中国要采用这种法律模式需要的文化、社会和制度基础，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代政治环境与西方

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

本文将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一种链式展开型的循环史观，这种关于知识产

权制度循环史观的建构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早在中世纪，圣·奥古斯丁基于西方历史发展过

程定义了两种历史观：希腊-罗马的循环历史观，犹太-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39］，后者被大部分近

现代西方学者赋予进步意义。但是，在循环史观中，其实应进一步区分印度-希腊式悲观主义的

“同类轮回”和中国式积极有为的“链式展开”［40］，使之能够吸收和容纳进步与发展的内涵，对于

上一个链条，人们具有如实记载的责任，对于当前的以及下一个链环，人们具有竭诚服务的义务。

因此，本文将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重新展望中美知识产权长期博弈的中国战略发展机遇。

四四、、新展望与新机遇新展望与新机遇：：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启示与建议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启示与建议

知识产权的诞生源于人类社会对知识的市场价值及其交换共享规则的共识，但当代知识产权

异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高昂成本。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仍将面临高度不平衡性、不确定

性和复杂性，知识及其制度安排将更加频繁地影响中美关系战略格局。因此，本文基于中美知识

产权博弈视角，对中国在中美关系战略中，如何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优势，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研究和有效应对知识产权在中美关系中的非对称性博弈角色。当今美国在中美关

系中的不对称优势不仅来自其军事、科技、经济实力，还来自其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科技网络中

的中心节点地位为其带来的更为长期的权力。未来中美关系有走向基于知识产权的武器化相互依

存的风险，这将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带来较大挑战，如何改善自身

在基于知识产权的非对称相互依存中的弱势地位，将是未来中国在中美地缘政治格局中面临的长

期课题。

第二，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安全平衡中知识产权的作用。基于对中美关系演进过程的研究，本

文发现知识产权的战略安全重要性日渐凸显。知识积累与制度创设的相互作用关系体现了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知识创新不仅事关能力积累，更是艰苦

卓绝的制度创设过程，科技优势并不必然带来创新优势，科技领先的国家并不必然是创新力领先

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增长差异的研究表明，仅依靠资本投资并不足以带来发展中国家

技术能力的成长，因为高投资率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技术能力增长［41］。中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考虑国际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因素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对缄默性知识和积累性技

术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和法律保护。建议从知识产权相互依存的根源、相互依存的收益、相

互依存的相对成本和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四个层面，分析中美关系中基于知识产权的非对称相互依

存态势，作出既符合中国发展需要、也有利于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战略抉择。

第三，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需与全球治理战略契合。中美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内嵌着国家

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此消彼长，随着全球化的

深入推进，一国内部的知识产权制度势必影响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平衡及合作安排。20世

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的强保护政策，巩固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国之间基于知识的权力依存关系将发生变化，一国如果过度利用知识这一人

类公共品作为杠杆维持其在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中的特权地位，将可能弄巧成拙。因此，对中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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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应基于历史比较视角看待西方知识产权制度在全球各国的发展过程，

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今全球治理安排中对知识的不同需求，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进程中，逐步建立更加开放、包容、有序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从而有效管理和维护中美的

相互依存关系。

第四，中国推进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国家政策引领，更需要市场、社会的共识达成

和共同参与。知识的缄默性和技术的积累性，使得产品、工艺、流程以及面向特定工业或消费应

用场景的知识、技巧、经验和技能在组织之间的转移十分困难，在此过程中政策制定需重视以下

三点：首先，技术进步的方向是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无法用理性人假设和帕累托改善

来解释，应该被刻画为积累性的学习过程。其次，知识和技术的缄默性和积累性，使得其不可作为

纯粹的公共品被自由使用，需要由个人或组织在工作中经验性地获得。最后，一个组织具备能够

不断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其学习能力也主要取决于现有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学习的强度，所

以创新和学习是技术研发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设需更加重视缄默性知

识和积累性技术，鼓励全社会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长期高水平参与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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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a-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ame and China's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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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The creation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capacity， particularl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the knowledge economy places unprecedented emphasis on knowledge.  Contemporary scholars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core consensus is that 
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Western Europe is the reason for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China-US relations 
rarely provides game ideas and strategic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specially lacking 
traceability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oliticization 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knowledge as 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detail，focuses on the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a historical 
event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internal cau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s  essentially the consensus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market  value  of  knowledge  and its exchange and sharing rules.  In modern histor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as become a domestic public policy tool for 
the first movers to protect the creative power of individuals，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evolved from a domestic policy to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rrangement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relevant countries to maintain their technological hegemony，build trade barriers，and maintain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The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generated high costs on a global scale.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a high degree of imbalance，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and 
knowledge and it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ll more frequently affect the strategic pattern of China-US rel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ss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always been 
the inevitable core agenda in the game of China-US rela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have creatively weapon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a 
means of 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ssues and constructed the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advantage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a weapon. It imposes high costs o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complex game of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interdependence based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security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paths 
for China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 strategy.  That i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an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asymmetric gam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US relation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a-US strategic security balance， and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game.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China-US Relations； game；global governance； comparative study； 
historical ev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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